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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隶属于高情境文化，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往往大于本人意愿的影响。文章关注在广告说
服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发生作用，以假定影响模式为理论基础，以礼品广告为例，
探索面子消费情境下的广告说服机制，并在传统的广告说服模型中增加假定影响变量，建构广告说服综合
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广告说服模型拟合良好，假定影响对购买意向、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假定影响模式在礼品广告中的作用得到验证。最后，讨论了如何在礼品营销传播中提高社会
影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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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说服效果及其发生机制一直是传播学的研究重点，以往的研究关注媒介传播的 “直接效
果”，往往忽略“间接效果”。然而，受众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其认知、态度和行为都不可
避免地受到文化、习俗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社会因素对消
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并将理性行为理论引入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认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 或行
为意向) 除了受本人态度影响外，还受到社会或规范因素的影响。①
与理性行为理论一致，媒介效果受社会影响因素的制约，媒介内容在对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
响的过程中，社会因素起关键的中介作用。Gunther 和 Storey 据此提出有关媒体影响和社会影响交互
作用的理论框架———假定影响模式 ( influence－of－presumed－influence model，IPI) 。该理论认为，受
众知觉到媒体对他人的影响就是媒介影响和社会影响之间连接的关键因素。②
假定影响模式突破了一直以来只从受众本人角度研究媒介信息传播效果的局限，研究媒介信息的
社会影响效果，即受众如何预期或假定媒介信息对他人的影响。本研究以 IPI 为理论基础，以礼品广
告为例，探索广告说服过程中社会影响的作用机制，在传统 “广告态度—品牌态度—购买意愿”的
广告心理效果模型中，增加假定影响这一变量，建构广告说服综合模型，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方式收
集受众心理和行为意向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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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与模型
1. 传统广告心理效果模型
在传统广告心理效果模型中，广告态度、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是衡量广告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
广告态度衡量信息接受者对整体广告的意见，以喜欢或不喜欢的态度响应广告刺激; ① 品牌态度衡量
信息接受者对产品品牌的看法; 购买意愿则衡量信息接受者未来购买产品的可能性。②
本文以双中介影响模型为基础，考察广告态度、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为了考察广告
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影响因素，新增设假定影响对购买意向的作用路径，并采用 IPI 来解释假定影响与
其他变量之间关系，见图 1。具体假设如下。
H1: 广告态度对受众品牌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2: 品牌态度对受众购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图 1 广告说服综合模型
2. 假定影响模式
IPI源于 Davison对第三人效果的发现: 人们往往认为媒介信息 ( 尤其是负面信息) 对他人的影
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第三人效果是一种预期，即某一信息不是对“我” ( 第一人称) 或 “你” ( 第
二人称) ，而是对“他们”( 第三人称) 产生更大的影响。③
随着对第三人效果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由于社会期许性不同，不同类型的信息展示的
第三人效果也不同: 如媒介暴力作为社会所不期许的负面信息，可能产生经典的第三人效果; 而被社
会所期许的公益广告则可出现相反的效果———受众预期 “信息对自我的影响大于对他人的影响”④。
学者用“第一人效果”( the first－person effect) 称谓这种现象。第三人效果的研究框架不断得到拓展
和延伸，大致包括三部分: “第三人”效果、“第一人”效果 ( “反第三人”效果) 及 “第二人”效
果 ( 共识效果) 。⑤ 2003年，Gunther和 Storey提出了简单而宏观的 “间接影响模式” ( indirect effect
model) 。该模型的适用范围比第三人效果理论更加广泛，可应用于任何类型信息的传播，无论是正面
信息还是负面信息，也不管是产生第三人效果、第二人效果，还是第一人效果，统称为 “假定影响”
( presumed－influence)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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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发挥媒介信息间接影响效果需要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受众假定媒介信息对他人产生了某种
程度的影响; 第二阶段，受众将对这一想象的影响作出一系列态度和行为的反应。在 IPI 模型的第一
阶段中，当受众接触到某种媒介信息时，将假设其他人也同样暴露于这种信息之中。受众注意到媒介
内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分类，从而产生外推效应: 受众假定媒介内容代表更广泛、普遍的含义，并
且推测该媒介信息会产生更广泛的传播，从而使受众假定该媒介信息对他人产生影响。① 受众如何判
断媒介内容对他人的影响程度呢? Mcleod等研究发现，人们会依据他人在媒介信息中的暴露程度来判
断媒介信息对他人的影响程度，而他人暴露于媒介信息的程度则基于受众的主观推测。②
IPI第一阶段解释了假定影响是如何在受众的脑海中形成的。已有不少实证数据支持受众会通过
推测他人接触媒介信息的频率来判断媒介信息对他人的影响程度，因而本研究提出假设三:
H3: 受众预期他人接触到广告的频率对预测假定影响程度有正向作用。
IPI第二阶段是有关假定影响如何作用于受众态度和行为的论述。当受众知觉到他人受到媒介的
影响，他们就会依据媒介中的内容来推测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受众自身的态度和行为也可能发生相应
改变。③ Eveland 和 Glynn提出，受众在接收媒体信息的过程中，如果知觉到媒介信息对他人的影响，
即假定影响，将为受众提供某种行为参考，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④ 受众将依据自己对假定影响的确
信程度来调整他们所感知的社会规范，进而调整自身的行为意向。⑤
以往有关 IPI或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定影响可以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的论
断。例如，Noguti 和 Ｒussell用三个实验证明年轻消费者对电视剧的假定影响将影响其对植入电视剧
中的广告品牌的购买意向。⑥ 因而，本文对假定影响与广告态度、品牌态度及购买意向之间关系的假
设如下:
H4: 假定影响对受众的广告态度有显著正向作用。
H5: 假定影响对受众的品牌态度有显著正向作用。
H6: 假定影响对受众的购买意向有显著正向作用。
二、数据分析
1. 测量模型
本研究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 ( CFA) 检验量表的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测量模型的拟合指
数显示: χ2 ( 84)为 508. 77，χ2 /df 为 6. 06，ＲMSEA为 0. 074，SＲMＲ为 0. 031，CFI 为 0. 969，GFI 为
0. 931，NNFI为 0. 961，拟合度达到可接受水平。信度通常采用 Cronbach α 系数和组合信度来描述，
各变量的 Cronbach α系数和组合信度都大于 0. 900，超出临界值 0. 7，表明量表具有很高的信度。验
证因素分析中，潜变量与各观测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负载系数在 0. 817 和 0. 920 之间，大于 0. 5 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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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统计上处于显著水平，说明观测变量与所属的潜变量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能够很好地解释其
所属的潜变量。平均萃取变异 ( AVE) 在 0. 729 和 0. 812 之间，大于建议的最小值 0. 500，说明潜变
量具有较强的聚合效度。区分效度通过比较 AVE值的平方根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来检验，
结果表明，所有潜变量 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证明潜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
区分效度。
2. 模型总体检验
本研究构建了包括传统广告说服路线和礼品广告说服路线的综合模型，运用 AMOS17. 0作为分析
工具，检验该综合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综合模型的拟合指数显示: χ2 ( 99 )为 592. 60，χ2 /df 为
5. 99，ＲMSEA为 0. 033，SＲMＲ 为 0. 033，CFI 为 0. 965，GFI 为 0. 923，NNFI 为 0. 958。除了χ2 和
χ2 /df 略微不理想外，其他各项指标都达到较理想的标准。统计学家提出卡方值受样本规模的影响较
大，当样本规模较大时，卡方值容易增大而变得显著。本研究结果中χ2 和χ2 /df 偏大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本研究的样本较大 ( n= 928) 。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的广告说服综合模型拟合较理想。
3. 假设检验
除了对模型进行整体检验外，本研究还对具体假设进行了检验，即逐个检验各变量间的回归系数
是否显著。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和测量变量对潜变量的因素负荷见图 2。
图 2 结构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值
说明: 所有路径系数都达到 p＜0. 01的显著水平。实线箭头表示传统广告说服效果路线，虚线箭头表示新增的社
会影响效果路线。
( 1) 广告态度、品牌态度对购买意愿的作用路径
如图 2所示，实线为传统广告说服模型的效果传递路径，即从广告态度经由品牌态度到购买意愿
的作用线路。其中，品牌态度到购买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0. 671 ( β = 0. 671，SD = 0. 036，p＜0. 00) ;
广告态度到品牌态度的路径系数为 0. 551 ( β = 0. 551，SD = 0. 033，p＜0. 00) ，证明本研究的假设一
和假设二成立，说明传统广告说服模型中的经典广告效果路线在礼品购买情境下确实存在。
( 2) 假定他人媒介接触和假定影响对购买意愿的作用路径
如图 2所示，虚线为本研究新增社会影响效果路线: 假定他人媒介接触和假定影响对购买意愿的作
用路径，包括经由假定影响作用于购买意愿的线路及经由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作用于购买意愿的线路。
其中，假定他人媒介接触到假定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 501 ( β = 0. 501，SD=0. 023，p＜0. 00) ，达到非常
显著水平，假设三得到支持，证明假定影响的大小受到假定他人媒介接触的正向影响; 而假定影响至广
告态度、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 715 ( β = 0. 715，SD = 0. 030，p＜0. 00) 、0. 396
( β = 0. 396，SD= 0. 036，p＜0. 00) 和 0. 311 ( β = 0. 311，SD= 0. 031，p＜0. 00) ，达到非常显著的水
平，假设四、五和六都得到验证，即假定影响对于受众本人的态度和行为都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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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与启示
1. 结果讨论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推导，构建了适用于礼品购买情景下的广告说服综合模型，在传统的
“广告态度→品牌态度→购买意愿”的广告效果直接作用路线之外，增添了 “假定他人媒介接触→假
定影响→购买意愿”的广告社会影响效果路线。本文以典型礼品———某酒类广告为例进行问卷调查
研究，采用结构方程高级统计方法证明在礼品购买情境下的广告说服综合模型拟合良好。礼品广告说
服过程不但包括针对消费者本人态度的说服，还包括社会影响因素———假定影响，二者对购买意向产
生正向影响作用。
本文表明在广告说服综合模型中仍然保持着传统广告说服路线，即 “广告态度→ 品牌态度→ 购
买意愿”，路径系数显著。结果说明，在礼品购买情境下，送礼者自身的广告态度、品牌态度是影响
礼品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黄劲松等证明双中介模型在中国品牌延伸情况下拟合良好，① 而本研究证
明，中国的礼品广告传播过程中存在 “广告态度→品牌态度→购买愿意”的效果路线。这两个研究
再次证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和以双中介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广告说服模型的合理性及其强大的生命
力，这些模型不但适用于西方文化情境，而且适用于中国文化情境。
本文通过结构方程分析方法，在控制了品牌态度对购买意向的影响作用后，假定影响与购买意愿
之间的路径系数依然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说明假定影响对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此外，
我们还发现假定影响对消费者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都有正向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中国文化情景下 IPI 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受众对他人接触广告频率的判
断，将预测他人受到媒介影响的程度，本研究假定他人媒介接触频率至假定影响的路径非常显著，
IPI的第一阶段得到证明。第二阶段，人们会通过判断他人受媒介影响的程度来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
为。研究表明，假定影响对受众本人的广告态度、品牌态度和购买意向都有显著影响，IPI 的第二阶
段得到证明。
2. 实践启示
本研究提出了包括传统广告说服效果路线和新增社会影响效果路线的综合模型，并证明这两条说
服路线都有效。以往的广告创意和设计过程关注传统广告说服效果的传递线路，关注影响消费者本人
对广告和品牌的认知和态度，并表明这是必要的，因为在礼品广告的说服过程中，购买者本人的广告
态度和品牌态度对购买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同时，本研究发现新增社会影响效果路线是有效的，且其效果大于传统广告说服路线，即假定影
响不但直接影响购买意向，而且通过影响购买者本人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而间接影响购买意向，假
定影响的效果系数大于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的效果系数。假定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假定他人接触媒介的
频率，而假定他人接触媒介的频率则源于消费者本人的广告接触频率。在实践中，不少礼品广告在媒
体投放策略上采用高频率的投放方式，就是使消费者产生较大的假定影响，即礼品购买者认为送礼对
象应该常常看到这些广告或传播信息，他们应该知晓甚至认可这些产品，从而促进购买行为。本研究
为业界管理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制定礼品营销传播策略时，除了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消费者自身的广
告态度和品牌态度，增加假定影响是一种更重要的途径，使消费者看完广告之后产生收礼者会喜欢该
产品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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